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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空间”视角下喀斯特地区 

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 

——以贵州省为例 

焦露 薛哲进 尹剑 朱沙莉
1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 贵安新 区 550025） 

【摘 要】：基于“三生空间”视角,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及土地利用转型生态贡献率等

方法定量分析贵州省 1995—2015 年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1)贵州省土地利用转型呈现生态用

地反哺生产和生活用地的特点。(2)贵州省生态环境质量整体稳定,变化由改善和恶化两种趋势构成,最终抵消呈现

一定的下降趋势。(3)贵州省各地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在 0.4664～0.5322 之间,空间分异明显。针对生态环境质量下

降、农业生产及生态用地减少等问题,未来发展要科学规划土地利用转型方向,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对农业生产用地

的占据实行补偿制度,以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主导,协调经济发展。 

【关键词】：土地利用转型 生态环境效应 三生空间 喀斯特地区 

【中图分类号】：F205；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4407(2020)04-206-07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城市为了加快城镇化的进程，采取“摊大饼”的形式进行扩张，占用了大量的耕地、森林、

牧草地和水域，不合理的土地利用直接造成了水土流失[1]、土地荒漠化[2]、盐碱化[3]、植被破坏[4-5]、有机碳储量减少[6]等一系列

生态问题，威胁到了生态安全。土地利用转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已经成为研究全球生态变化的主要途径之一[7]。《国家新型城镇

化规划（2014—2020 年）》中指出，以生产空间为主导的土地利用方式忽略了对生态的破坏，导致了大量的环境问题；资源环境

的瓶颈制约，使得不能再继续施行依靠土地等资源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模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未来国土资源的开发

方向要逐渐向生产、生态、生活（简称“三生”）空间三者协调发展的方式转变。目前，土地利用转型围绕理论及假说[8-9]、转

型模式[10]、框架[11]、时空特征[12]、驱动力与动力机制研究[13-14]、显性与隐性形态[15]等方面已经展开了大量研究。随着城镇化与工

业化发展过程中大量环境问题显现，对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研究也逐渐受到重视。生态环境效应是由人们生产或自然

发展所引起的环境系统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过程，环境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人类的福祉和其他物种的生存[16]。研究土地利用

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是了解和预测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状况与变化特征的途径之一，也是未来土地利用结构合理转型的基础，对

污染治理、环境保护、土地利用转型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17-18]。已有研究中土地利用转型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影响生态环境，

其中自然途径主要是对区域内的气候、水环境、土壤环境等单要素的影响分析
[19]
；社会经济途径主要是土地利用显性形态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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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改变及景观生态格局的影响效应[1,20-21]；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绿洲[22]、流域[23]、干旱区[24]、城市[25-26]，

缺乏对生态系统更为脆弱的喀斯特地区的研究。喀斯特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抗干扰能力低等因素影响，对土地利用转型的

反应能力较差，转型周期较长，更易引发生态环境问题。 

贵州省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试验区,近年来由于实行“后发赶超”政策,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发

展使得贵州省土地利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产生了剧烈变化。本文基于“三生空间”研究视角,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生态环境

质量指数及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生态贡献率等方法,定量分析1995—2015年贵州省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环境效应,以期为贵州省未

来土地利用政策的实施提供科学的方向,也为相似喀斯特地貌区域提供实证经验。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位于西南腹地,是西南各个省份之中的交通枢纽。地理坐标为东经103°36′～109°35′,北纬24°37′～29°13′,

地势起伏较大,西高东低、山川纵横,省内 73%的土地为喀斯特地形,生态极其脆弱
[27]
。随着 2000 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及 2014 年国

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实施,贵州省 GDP 从 2000 年的 1029.92 亿元上涨到了 2018 年的 14806.45 亿元,年增速 15.72%;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从 2000 年的 23.87%上升到 2017 年的 46.02%,涨幅较大。经济水平的提高与城镇人口的持续增加将会继续加大对土地的

需求,推动贵州省土地利用格局进一步转型。 

1.2 数据来源 

贵州省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该数据基于Landsat8遥感影像,通过人工目视解译生成。依

据杨清可等[28]“三生空间”土地利用主导功能分类方案,将中国科学院划分的 6个一级类型及 25个二级类型划分为生产、生态、

生活 3个一级用地类型,农业与工矿生产用地,林地、草地、水域与其他生态用地,城镇与农村生活用地 8个二级类型。 

1.3 研究方法 

1.3.1 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 

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可以计算出土地利用类型之间互相转移的数量和方向,通常用来研究区域的土地利用变化以及研究期初

至期末各土地利用类型的转移特征[14]。其数学表达式为: 

 

式中:S为土地面积;n为土地利用的类型数;i、j分别为研究期初与期末的土地利用类型。 

1.3.2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及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生态贡献率 

本文对生态环境效应的评估主要运用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及土地利用变化生态贡献率[26,29],其表达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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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V 是生态环境质量指数,LEI 是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生态贡献率,LUi与 Ci表示第 i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及生态环境质

量指数,t 代表时期,TA 为总面积,LEt+1、LEt分别代表某一土地类型变化初期和末期土地类型的生态质量指数,LA 表示该变化土地

类型的面积。 

根据李晓文等[30]对二级地类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赋值结果,结合贵州省实际情况,大多学者在对草地进行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进行赋值时都比较高,但是贵州省中、低覆盖度草地占据草地总面积的 74.2%,若依照最高、最低或者平均值的赋值结果将会影响

赋值的可信度,因此本文运用面积加权法,取各个二级用地面积在一级用地中的比重,对贵州省 8 个二级土地类型进行模糊赋值,

赋值结果如表 1所示。 

2 结果与讨论 

2.1 贵州省 1995—2015 年土地利用变化 

表 1基于“三生空间”的视角土地利用分类系统及生态环境指数赋值 

一级类型 二级类型 二级类型(编号及名称)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赋值 

生产用地 

农业生产用地 11-12:水田、旱地 0.265 

工矿生产用地 53:其他建设用地 0.025 

生态用地 

林地生态用地 21-24:有林地、灌木林、疏林地、其他林地 0.67 

草地生态用地 31-33:高覆盖度草地、中覆盖度草地、低覆盖度草地 0.398 

水域生态用地 41-46:河渠、湖泊、水库坑塘、永久性冰川积雪、滩涂、滩地 0.608 

其他生态用地 61-67:沙地、戈壁、盐碱地、沼泽地、裸土地、裸岩石质地、其他 0.011 

生活用地 

城镇生活用地 51:城镇用地 0.081 

农村生活用地 52:农村居民点 0.080 

 

基于“三生空间”的视角,贵州省 1995—2015 年生产用地面积增加了 484 平方千米,生态用地减少了 787 平方千米,生活用

地增加了 303平方千米,整体呈现生态用地减少反哺生产和生活用地的特点(表 2、图1)。 

表 2 1995—2015 年贵州省土地利用变化 单位:平方千米 

年份 
农业生产用

地 

工矿生产用

地 

林地生态用

地 

牧草生态用

地 

水域生态用

地 

其他生态用

地 

城镇生活用

地 

农村生活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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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49007 101 94630 31494 399 44 211 207 

2000 49397 109 93633 32045 412 44 240 213 

2005 49426 109 94702 30931 418 37 243 227 

2010 49275 141 94833 30821 485 37 272 229 

2015 48706 886 94579 30645 519 37 445 276 

1995—2000 390 8 -997 551 13 0 29 6 

2000—2005 29 0 1069 -1114 6 -7 3 14 

2005—2010 -151 32 131 -110 67 0 29 2 

2010—2015 -569 745 -254 -176 34 0 173 47 

1995—2015 -301 785 -51 -849 120 -7 234 69 

 

 

图 1贵州省 1995 年、2000 年、2005年、2010 年、2015 年土地利用变化 

从“三生空间”视角下的二级土地类型来看:(1)1995—2000年,由于国务院1994年和1998年分别公布《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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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冻结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通知》,加强了对耕地的保护,因此贵州省农业生

产用地增加,增加量为 390 平方千米。(2)2000—2005 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贵州省经济开始发展,各土地利用类型的转变

进入了一个发展缓冲阶段,其中林地和草地生态用地的增减面积基本一致,其他土地类型增减不明显。(3)2005—2010 年,国务院

在 2000 年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贵州省积极响应国家的要求,于 2001 年发布《贵州省土

地管理条例》,土地利用由省政府相关部门统一负责管理和监督,在保护耕地的基础上合理规划土地的利用,此外西部大开发战略

实施带来的经济发展红利开始体现,城镇化和工业化得到了发展,在此时期贵州省土地利用类型呈现农业生产用地减少,林地生

态用地、工矿生产用地、城镇生活用地增加的趋势。(4)2010—2015 年,贵州省城镇化进程加快,工矿生产用地与城镇生活用地增

加幅度较大,分别占其增加额的95.03%与 73.93%,相应的农业生产、生态用地减少面积比较多。 

2.2 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特征分析 

为了探讨贵州省各土地利用类型间的内部转换,运用 ArcMAP 软件对贵州省土地利用现状数据进行叠加处理,根据式(1)得到

1995—2000年、2000—2005年、2005—2010 年、2010—2015年 4个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表 3～表 6)。 

(1)生产用地。 

1995—2005 年农业生产用地持续增加,其中 2000年增加最多,占当年生产用地总增加量的97.99%,增加量主要来源于林地和

牧草生态用地的转入,二者对其增加量的贡献率分别为 91.79%、26.15%。2005—2015年农业生产用地面积持续减少,且减少幅度

逐渐增大,其中 2005—2010年主要向林地和草地生态用地转移,转移率分别为 28.40%、37.04%,2010—2015年主要向工矿生产和

城镇生活用地转移,转移率分别为 69.62%、19.44%;1995—2005 年工矿生产用地面积变化幅度较小,这也与贵州省的经济发展现

状以及前文所提到的政策相对应,而在 2005—2015 年,工矿生产用地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且幅度较大,2010—2015 年内增加了

745 平方千米,其增加量主要来源于对农业生产、林地和草地生态用地的侵占,分别占其增加量的 53.82%、25.23%、20.27%。 

(2)生态用地。 

其中林地生态用地呈现先减后增再减的变化趋势,1995—2000年、2000—2005 年,林地生态用地均主要向农业生产和牧草生

态用地转移,转移率分别为 33.03%、66.42%、62.69%、36.57%,2005—2010 年主要向牧草生态用地转移,2010—2015 年主要向牧

草生态和城镇生活用地转移,转移率分别为 72.59%、10.42%;牧草生态用地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1995—2000 年增加,2000—2015

年持续减少,其中2000—2005 年减少面积最多,减少了 1114平方千米。牧草转出的主要土地类型呈现由 2000—2005 向农业生产

和林地生态用地转移变化为2005—2010年向林地和水域生态用地转移,再到 2010—2015年向工矿生产和城镇生活用地转移的发

展趋势;水域生态用地各个时间段均在增加,主要增加量来源于农业生产和生态用地;其他生态土地面积变化幅度较小,仅有

2000—2005年减少了 7平方千米,其他时间维持不变。 

(3)生活用地。 

1995—2010 年城镇和生活用地的变化比较小,2010—2015 年变化幅度较大,城镇生活用地增加量占研究期间总增加量的

73.93%,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林地和牧草生态用地,对其增加的贡献率分别为 64.37%、15.52%、16.67%。农村生活用地增加量

占研究期间总增加量的 68.12%,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和林地生态用地,分别为 69.10%、25.45%。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农村生活用地

面积也在不断增加,但增加的幅度远低于城镇生活用地,且二者的差距不断拉大,城乡土地供需矛盾加剧。 

表 3 1995—2000 年贵州省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 

1995 年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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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生产用地 

工矿 

生产用地 

林地 

生态用地 

牧草 

生态用地 

水域 

生态用地 

其他 

生态用地 

城镇 

生活用地 

农村 

生活用地 
合计 

农业生产用地 48937 5 22 7 1 0 29 6 49007 

工矿生产用地 0 101 0 0 0 0 0 0 101 

林地生态用地 358 2 93546 720 4 0 0 0 94630 

牧草生态用地 102 1 65 31318 8 0 0 0 31494 

水域生态用地 0 0 0 0 399 0 0 0 399 

其他生态用地 0 0 0 0 0 44 0 0 44 

城镇生活用地 0 0 0 0 0 0 211 0 211 

农村生活用地 0 0 0 0 0 0 0 207 207 

合计 49397 109 93633 32045 412 44 240 213 176093 

 

表 4 2000—2005 年贵州省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 

2000 年 

2005 年 

农业 

生产用地 

工矿 

生产用地 

林地 

生态用地 

牧草 

生态用地 

水域 

生态用地 

其他 

生态用地 

城镇 

生活用地 

农村 

生活用地 
合计 

农业生产用地 48861 1 462 61 3 0 3 6 49397 

工矿生产用地 0 104 0 1 0 0 4 0 109 

林地生态用地 168 2 93365 98 0 0 0 0 93633 

牧草生态用地 392 2 868 30771 4 0 0 8 32045 

水域生态用地 1 0 0 0 411 0 0 0 412 

其他生态用地 1 0 6 0 0 37 0 0 44 

城镇生活用地 2 0 0 0 0 0 236 2 240 

农村生活用地 1 0 1 0 0 0 0 211 213 

合计 49426 109 94702 30931 418 37 243 227 176093 

 

表 5 2005—2010 年贵州省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 

2005 年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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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生产用地 

工矿 

生产用地 

林地 

生态用地 

牧草 

生态用地 

水域 

生态用地 

其他 

生态用地 

城镇 

生活用地 

农村 

生活用地 
合计 

农业生产用地 49264 14 46 60 18 0 20 4 49426 

工矿生产用地 0 109 0 0 0 0 0 0 109 

林地生态用地 4 8 94478 196 12 0 3 1 94702 

牧草生态用地 7 8 309 30565 37 0 5 0 30931 

水域生态用地 0 0 0 0 418 0 0 0 418 

其他生态用地 0 0 0 0 0 37 0 0 37 

城镇生活用地 0 0 0 0 0 0 243 0 243 

农村生活用地 0 2 0 0 0 0 1 224 227 

合计 49275 141 94833 30821 485 37 272 229 176093 

 

表 6 2010—2015 年贵州省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矩阵 

2010 年 

2015 年 

农业 

生产用地 

工矿 

生产用地 

林地 

生态用地 

牧草 

生态用地 

水域 

生态用地 

其他 

生态用地 

城镇 

生活用地 

农村 

生活用地 
合计 

农业生产用地 48699 401 1 4 18 2 112 38 49275 

工矿生产用地 0 140 0 0 0 0 1 0 141 

林地生态用地 2 188 94574 12 16 0 27 14 94833 

牧草生态用地 4 151 4 30629 1 0 29 3 30821 

水域生态用地 1 0 0 0 483 0 1 0 485 

其他生态用地 0 2 0 0 0 35 0 0 37 

城镇生活用地 0 0 0 0 1 0 271 0 272 

农村生活用地 0 4 0 0 0 0 4 221 229 

合计 48706 886 94579 30645 519 37 445 276 176093 

 

总体来看,贵州省1995—2015 年土地利用的变化呈现生产、生活用地增加而生态用地减少的特点,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对教育、医疗、科技等更为重视,因此,对城镇土地的需求增加,各二级土地类型之间的转移对土地的主导方向也从 1995—2005

年的以保护耕地为主,逐渐转变为 2005—2015年以发展城镇和工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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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贵州省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 

2.3.1 贵州省生态环境质量特征 

根据式(2)计算得出贵州 1995 年、2000 年、2005年、2010年、2015 年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分别为 0.5066、0.5047、0.5063、

0.5065、0.5046,整体上贵州省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维持稳定,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结合贵州省这几年主要国民经济指标来

看,GDP、工业增加值、城镇化率的变化趋势与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变化相反,这表明随着贵州省经济的发展,工业化及城镇化进程

的加快,工业、交通用地及城镇和农村的生活用地面积迅速扩展,占据了部分生态用地及农业生产用地。 

对比其他省份发现,由于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计算主要通过对各地类的面积进行权重加总获得,贵州省受益于得天独厚的林

地和草地资源(林地和草地面积占据全省总面积的 70%以上),整体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虽然近年来有所下降,但仍高于林地和牧

草相对较少的区域,如武汉1996年、2006 年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分别为 0.4513、0.4678[29],哈大齐工业走廊 1990 年、2000 年、

2005 年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分别为 0.3835、0.3568、0.3379[31],长三角地区1990—2010 年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在 0.470～0.444

之间[28]。因此,未来贵州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应更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利用贵州省林地、草地面积较多的优势,加快贵州省生态

文明建设。 

2.3.2 贵州省各类型土地转型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贡献度 

根据贵州省 1995—2015年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将研究期划分为1995—2005年、2005—2015年两个阶段,依据式(3)计算得出

贵州省两个阶段各土地利用类型的指数变化和贡献占比情况(表 7)。从整体上看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改善主要是各用地类型转化

为生态用地导致,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恶化是由农业生产与生态用地转化为生产、生活用地造成,由此表明生态用地的面积增减

是造成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增减的主要原因。 

1995—2005 年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下降了 0.0003,结合表 7 可以看出在这十年间导致生态环境改善的主导因素是牧草生态用

地转为林地生态用地,农业生产用地转为林地生态用地及牧草生态用地,二者对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增加的贡献率共计 97.85%;而

导致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下降的主导因素是林地生态用地转为牧草生态用地及农业生产用地,牧草生态用地转为农业生产用地,总

贡献率为 96.75%。 

2005—2015年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下降了0.0017,其中导致生态环境改善的主导因素与前期一致,不同的是导致恶化的主导因

素为林地生态用地、牧草生态用地及农业生产用地转化为工矿生产用地,贡献率达 68.23%。除此之外,林地生态用地与农业生产

用地转为城镇生活用地的贡献率为 19.25%,表明这十年贵州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城镇和农村生活空间的扩张、工矿与交通运输

业的发展成为导致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与前期土地利用的转移特征基本保持一致。 

总体而言,贵州省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的变化过程中,存在改善和恶化两种变化趋势,二者相互抵消,但改善小于恶化,整体

呈现生态环境质量指数逐渐下降的趋势[32]。 

2.3.3 贵州省生态环境质量指数空间分异 

根据贵州省各州市 1995年、2005 年、2015 年三期土地利用数据算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表 8)。整体来看,贵州省1995年、

2005 年、2015 年各州市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在0.4664～0.5322 之间,三期指数从小到大排列均为六盘水<毕节<贵阳<安顺<黔西

南<铜仁<黔南<遵义<黔东南。为了更清晰地看出各州市的生态环境指数差距,运用 ArcMAP 软件,将指数中的最大值减去最小值,

等分得出 5个中断点,划定 5个生态价值区域。从图 2可以看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与贵州省西高东低的地

势相反。 



 

 9 

表 7 1995—2015 年贵州省主要功能地类转型的生态环境效应 

 

1995—2005年 2005—2015年 

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指数变化 贡献占比 土地利用类型变化 指数变化 贡献占比 

生态环境正效应 

牧草生态用地—林地生态用地 0.001402 54.43% 牧草生态用地—林地生态用地 0.000482 64.10% 

农业生产用地—林地生态用地 0.001064 41.30% 农业生产用地—林地生态用地 0.000106 14.05% 

农业生产用地—牧草生态用地 0.000055 2.12% 农业生产用地—水域生态用地 0.000068 9.05% 

其他生态用地—林地生态用地 0.000022 0.87% 农业生产用地—牧草生态用地 0.000048 6.34% 

牧草生态用地—水域生态用地 0.000014 0.55% 牧草生态用地—水域生态用地 0.000045 6.00% 

农业生产用地—水域生态用地 0.000008 0.30% 城镇生活用地—水域生态用地 0.000003 0.40% 

合计 0.002565 99.57% 合计 0.000752 99.93% 

生态环境负效应 

林地生态用地—牧草生态用地 -0.001207 42.25% 林地生态用地—工矿生产用地 -0.000722 30.34% 

林地生态用地—农业生产用地 -0.001188 41.61% 农业生产用地—工矿生产用地 -0.000568 23.88% 

牧草生态用地—农业生产用地 -0.000368 12.89% 牧草生态用地—工矿生产用地 -0.000333 14.01% 

农业生产用地—城镇生活用地 -0.000034 1.21% 林地生态用地—牧草生态用地 -0.000319 13.41% 

林地生态用地—工矿生产用地 -0.000015 0.51% 农业生产用地—城镇生活用地 -0.000139 5.84% 

牧草生态用地—农村生活用地 -0.000014 0.51% 林地生态用地—城镇生活用地 -0.000097 4.08% 

合计 -0.002827 99.57% 合计 -0.002178 91.55% 

 

 

图 2 1995年、2005 年、2015 年贵州省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分布下载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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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环境质量高值区域。 

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均高于 0.5191,1995 年时处于高值区域的有遵义、黔东南与黔南地区,但是在 2005 年时黔南地区下降到

了较高值区域中,这是由于当地土地类型中林地生态用地转为农业生产用地(农业生产用地面积增加了 98 平方千米,林地生态用

地减少了 82平方千米)造成的。而遵义与黔东南地区由于林地、牧草生态用地与农业生产用地分布较为广泛,且三期面积变化较

小,因此生态环境质量指数高。 

(2)生态环境质量较高值区域。 

指数介于 0.5060～0.5190 之间,1995 年仅包括铜仁地区,2005 年与 2015 年包括铜仁与黔南,铜仁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在三期土地变化中持续下降,但由于铜仁地处贵州省东北方向,地势较低,适宜生长农作物与林地,因此生态环境较好。 

(3)生态环境质量中值区域: 

指数介于0.4928～0.5059之间,仅有黔西南处于该区域,黔西南各个土地利用类型在1995—2015年面积变化较小,因此生态

环境质量指数基本维持稳定。 

(4)生态环境质量较低值区域。 

指数介于0.4797～0.4927,在研究期内安顺地区一直处于此区域,1995—2005 年指数变化较小,2005—2015年指数由0.4894

下降到了0.4865,这是由于农业生产用地在这十年减少了74平方千米,工矿生产用地增加了83平方千米引起的变化,但是安顺地

区农业生产、林地和牧草生态用地多年来均占总面积的 97%以上,且整体面积小,因此变化不明显。 

(5)生态环境质量低值区域: 

指数处于 0.4796 以下,1995 年、2005年包括毕节、六盘水两地。近些年工业的发展,毕节市工矿生产用地从 2005 年的 3平

方千米增加到了 2015年的 105平方千米,导致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持续下降,六盘水市面积较小,且指数高的地类面积较小,因此整

体生态环境质量指数较低。2015 年贵阳市从生态环境质量较低值区域下降至低值区域,这是由于贵阳市作为省会城市近些年经济

发展所带来的集聚效应使得其工矿生产用地从 2005 年的 59 平方千米增加到了 2015 年的 188 平方千米,生活用地从 125 平方千

米增加到 182 平方千米,而农业生产和林地生态用地则分别减少了 105 平方千米和44平方千米,最终导致贵阳市生态环境质量指

数从 2005年的 0.4842下降到了 0.4763。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 ArcGIS 技术、土地利用转移矩阵、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及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生态贡献率等方法,基于“三生空间”

的视角定量分析了贵州省土地利用变化、转移特征及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 

(1)1995—2015 年,贵州省土地利用整体呈现生产用地与生活用地增加,生态用地减少的特点。根据贵州省土地利用变化特征,

可将其划分为 1995—2005 年、2005—2015 年两个阶段,前期土地利用以保护耕地为主,后期以发展城镇化和工业化为主,相对应

的农业生产用地呈现先增后减,生态用地呈现整体减少的趋势。 

(2)贵州省 1995—2015 年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整体稳定,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从 1995 年的 0.5066 下降到了 2015 年的

0.5046,与贵州省主要国民经济指标变化趋势相反,但横向对比贵州省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依旧大于林地与草地生态用地小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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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的区域。 

(3)贵州省 1995—2015 年的土地利用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改善和恶化两种趋势,二者互相抵消最终形成下

降趋势。研究期间影响生态环境改善的主导因素是牧草转为林地生态用地,农业生产转为林地、牧草生态用地。影响生态环境恶

化的主导因素前期是林地生态用地转化为牧草生态用地,农业生产用地及牧草生态用地转为农业生产用地;后期为林地和牧草生

态用地、农业生产用地转化为工矿生产用地。 

表 8 1995年、2005 年、2015 年贵州省各州市生态环境质量指数 

年份 六盘水 毕节市 贵阳 安顺 黔西南 铜仁 黔南 遵义 黔东南 

1995 0.4667 0.4676 0.4849 0.4893 0.4972 0.5147 0.5192 0.5283 0.5315 

2005 0.4677 0.4680 0.4842 0.4894 0.4972 0.5107 0.5179 0.5291 0.5322 

2015 0.4664 0.4674 0.4763 0.4865 0.4969 0.5090 0.5147 0.5276 0.5321 

 

(4)贵州省1995—2015年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分异明显,各市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从小到大排列依次为六盘水<毕节<贵阳<安顺<

黔西南<铜仁<黔南<遵义<黔东南,其中贵阳和黔南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指数下降幅度最大。 

贵州省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区域,也是喀斯特地貌的典型区域,对于目前土地利用中出现的城乡土地矛盾加剧、生活

用地对农业生产用地及生态用地的占据、生态环境质量指数持续下降、各州市生态环境质量空间分异明显等问题,贵州省及其他

喀斯特地貌地区要合理规划城镇建设用地和农村生活用地,对一些农业生产用地的占据要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并对生态破坏

进行一定补偿;划定更为精确的生态保护红线与农业生产保护区,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协调生产、生态、生活用地的

规划利用;各州市也要依据自身的发展,规划好对土地利用方案,坚持集约化利用土地资源。以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主导,协调经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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